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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词学传统与现代文化建设 

朱惠国
1
 

【摘 要】：词的创作在浙江一直十分兴盛。宋以来，浙江词人在全国占有非常高的比例，取得的成就也十分突

出，逐渐形成良好的词学传统。浙江词学传统形成的原因有多种，但从大的方面分析，主要有三条：其一，杭州为

南宋都城，汇聚了一批文化精英，这从作者层面为浙江词的创作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其二，浙江的地理位置、

经济情况和人文环境均有利于词的创作，这为浙江词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其三，浙江词人普遍

追求词艺，推崇风雅，与词的美学本质最为契合。浙江词学传统是浙江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进一步加

强对浙江词学传统的研究，发掘其现代文化价值，将其融入到浙江现代文化的建设之中。 

【关键词】：浙江词学 词学传统 文化建设 

浙江地处东南，历来为人文渊薮之地。就文学而言，唐宋以来，尤其是明清以来，各种文体的创作均十分发达，但若说有特

点、有传统，并取得很高成就的，词是非常突出的一种。相比于诗、文和赋，词的形成时间较晚，而且作为一种音乐文学，在形

成过程中受到西域音乐的影响非常大，但这种文体在演化过程中，其本身的体性特点与中国南方的文化比较契合，因此在南方得

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浙江总体上处于南方文化圈，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性地区，杭州又在南宋时成为都城，汇聚了全国的文化精

英，这就使词的创作在浙江一直十分兴盛。两宋时期以及之后的历朝历代，浙江词人在全国占有非常高的比例，取得的成就也十

分突出，逐渐形成良好的创作传统。时至今日，在发掘与弘扬浙江传统文化、建设新时代浙江文化精神的背景下，重新阐发浙江

的词学传统，研究其特点和形成原因，探讨其融入浙江现代文化建设的方法与途径，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浙江词学传统的历史追溯 

词的创作在浙江出现较早，起点也比较高。1但在唐及五代时期，相比于西蜀、南唐这两个词学中心，浙江词的创作并不算

很兴盛，总体成就也不突出。浙江词创作的繁盛，主要是在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时期。关于浙江词人在两宋时期的创作风气以

及在全国词人中的比重，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一文很有参考价值。唐先生根据当时手头占有的材料，对两宋间有词留存且

籍贯可考的 871 位词人作了考证，“按省分列，藉以观一代词风之盛，及一地词风之盛”。871人中，浙江省 216人、江西省158

人、福建省111 人、江苏省82人、河南省 68人、四川省61人、安徽省46人、河北省 34人、山东省 32人、湖北省 17人、湖

南省 17人、陕西省 14人、山西省 7 人、广东省 6人、广西 2人。2从统计中可以看出，浙江的词人数量最多，差不多占到总人

数的四分之一，而且远远超过第二名。唐圭璋《两宋词人占籍考》一文发表时间较早，此后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掘和整理，又有

不少词人的信息得以完善。近年有学者根据朱德才主编的《增订注释全宋词》等材料，对两宋浙江词人的人数、作品数和省内分

布情况重新作了统计。其统计结果为“两宋时期，浙江地区共有词家 237 人，占全部宋词作者1539 人的 15.4%；共有词作 4716

首，占全部宋词作品 21203 首的 22.24%。”3该项统计由于用了新的材料，更加准确，而且统计项目包括词人和词作两个方面，

也更全面。就词人数量而言，虽然浙江词人的数量有所增加，从 216 人增加到 237 人，但在全国词人中的占比数却明显下降，从

24.8%左右下降到 15.4%，这可能是其他省份新发现的词人数增加更多的缘故。但从作品的角度看，浙江词人的作品数占比在

22.24%，依然接近四分之一，这说明浙江词人的人均词作数较高，创作比较活跃。可见在两宋时期，浙江词人不仅人数众多，作

品数的占比也非常高，是当时词坛非常庞大、非常重要的一个创作群体，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词人和作品的数量是一个地方词风兴盛的重要指标，除此之外，创作的质量和在词坛的影响力也十分重要。关于两宋浙江词

人的创作，目前已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大部分是词人的个案研究，如周邦彦研究、吴文英研究、张炎研究、王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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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研究等等，总体上偏重于阐释词人个体的创作特色和创作成就。这些成果合起来看，也能说明浙江词人的总体成就与词坛地

位，只是还不够专门，也不够充分。为了更直观地说明浙江词人在两宋间的词坛地位与影响力，我们不妨参看周济的《宋四家词

选》以及相关的论述。周济是清代常州词派最重要的理论家，其词学观点对晚清以及民国词坛的影响非常大。其所著《宋四家词

选》原名《宋四家词筏》，兼有理论倡导和创作指导的双重功能。4该选本的序文被唐圭璋先生单独辑出，视为词话，以“宋四家

词选目录序论”的标题收入其《词话丛编》。此一选一论，一直被视为清代常州词派的经典著作，有较大影响。《宋四家词选》虽

名四家，其实是宋词的选本。其体例比较独特：选取两宋间最具代表性的四位词人单独列出，然后将其余词人附在四人名下。这

四人分别是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周济以为，“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碧山餍

心切理，言近指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返南宋之清泚，为北宋之秾挚，是为四家，领袖一代。余

子荦荦，以方附庸。”5 在此基础上，他还指出学词的正确途径，认为“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又说：

“余所望于世之为词人者，盖如此。”
5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周济在此并非简单地列出宋词的四种风格类型，也不是仅

仅指点学词的方法和途径，从他“是为四家，领袖一代。余子荦荦，以方附庸”的表述看，他显然是将此四家视为有宋一代最有

成就、最具代表性的词人。第二，这四人也不是简单地处于一个平面，周济以为，周邦彦的词达到了创作的最高境界，所谓“以

还清真之浑化”“清真，集大成者也”，就明显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当然，周济主要是从词艺的角度来看问题，并非对宋词作高

下排名，但这四家在两宋词坛的地位和影响，的确得到了词坛的认同。四人中，周邦彦、吴文英、王沂孙均为浙江词人，可见浙

江词人在两宋词坛的实际地位与影响。除了周济的《宋四家词选》，戈载的《宋七家词选》也是一部非常有影响的词选。戈载与

周济是同时期人，为吴中词派的代表性人物。戈载精于词律、词韵，其《词林正韵》为词学经典著作之一，影响甚大。《宋七家

词选》选词偏于雅正，于声律方面要求尤严。所选七家分别为周邦彦、史达祖、姜夔、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其中周邦

彦、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四人为浙江词人；周密祖籍济南，但出生于浙江。周济《宋四家词选》和戈载《宋七家词选》均是晚

清、民国时期非常有影响的词选，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词坛对两宋词的基本评价。由此看，浙江词人在两宋的创作成就和实际影响

力的确非常特出。 

元明两代词的创作总体较弱，但尽管如此，浙江词人与同时代词人相比，还是显得比较突出。6 清代为词的中兴时期，浙江

词人的创作成就与词坛影响力非常明显。可以简要地谈两点：第一，清初浙江词学家查继超编《词学全书》，对推动词的创作风

气有重要作用。《词学全书》包含四种词学著作，即毛先舒《填词名解》、王又华《古今词论》、赖以邠等《填词图谱》、仲恒《词

韵》。这四种词学著作均为浙江词学家所编，其中后两种具有工具性，为词的创作提供方便。学界以前对《词学全书》的关注度

不高，主要是从学术创新的角度着眼，但如果从普及词学、推动词的创作风气这一层面看，《词学全书》的贡献不容忽视。我们

需要对《词学全书》的价值与实际作用重新作出评价。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词学全书》的编纂并非是孤立事件，它其实是晚

明以来，浙江地区词风兴盛的一个缩影。第二，浙西词派是清代最大也最具影响力的词派。晚清民国时期，张德瀛和蔡桢等词学

家在清代落幕或即将落幕之际，都对清代词坛作过宏观描述，从他们的描述中，可以非常清晰看出浙西词派的贡献以及对清代词

坛的影响。张德瀛《词徵》将清词的发展概括为词风的三次变化，他说：“愚谓本朝词亦有三变，国初朱、陈角立，有曹实庵、

成容若、顾梁汾、梁棠村、李秋锦诸人以羽翼之，尽祛有明积弊，此一变也。樊榭崛起，约情敛体，世称大宗，此二变也。茗柯

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又得恽子居、李申耆诸人以衍其绪，此三变也。”7这里第一、第二次词风转变，都有浙西词派的参与。

第一次是浙西词派的领袖人物朱彝尊与阳羡词派的陈维崧等人一起，改变了明以来的词风；第二次是浙西词派的中期领袖人物

厉鹗崛起，确立了浙西词派在词坛的主流地位，所谓“世称大宗”。蔡桢《柯亭词论》则从词派的角度，将清词划分为三期，他

说：“清词派别，可分三期。浙西派与阳羡派同时。浙西派倡自朱竹垞，曹升六、徐电发等继之，崇尚姜张，以雅正为归。阳羡

派倡自陈迦陵，吴薗次、万红友等继之，效法苏、辛，惟才气是尚，此第一期也。常州派倡自张皋文，董晋卿、周介存等继之，

振北宋名家之绪，以立意为本，以叶律为末，此第二期也。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

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
8
蔡桢

看重清代中后期，将桂派从常州词派中区分出来，并给予很高评价。两人虽然对清代词坛有不同的划分法，但都对浙西词派的地

位予以肯定。浙西词派影响了大半个清代词坛。 

浙江词人对民国词坛的影响也很大。湖州人朱祖谋是晚清四大家之一，入民国后，成为公认的词坛领袖。朱祖谋去世后，现

代三大家崛起。三大家中，夏承焘是浙江词人，龙榆生则为朱祖谋的衣钵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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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词学传统形成的原因 

浙江词学传统形成的原因有多种，但从大的方面分析，有三条比较明显。 

第一，杭州为南宋都城，汇聚了一批文化精英，这从作者层面为浙江词的创作繁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人口南迁，都明显地带动了南方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就浙江词的创作而言，“靖康之变”后的衣冠南

渡，在杭州建立南宋政权，对其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南宋时的杭州，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中心，这为词人的汇聚及其创

作活动提供了极佳的社会环境。浙江词人数量在两宋时期位列第一，与杭州作为南宋京城的特殊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从历史上看，一个政权在地域上的迁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量上层人士随政府机构一起流动，这些人士或是朝廷官吏，或

是依附于这个政权的其他文化人士。他们的迁移，一般都会直接带动迁入地经济、文化的繁荣。杭州自钱镠以来，素有“东南第

一州”之称，北宋时又得到发展，自身的基础相当不错，绍兴八年（1138 年）成为“行在所”后，“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

物阜藩，尤非昔比”。9 关于南渡以及之后一段时间“衣冠纷集”的情况，史料记载甚多。如《宋史》记载：“高宗南渡，民之

从者如归市。”
10
陆游《老学庵笔记》也说：“大驾初驻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揍。”

11
他又在《傅给事外制集序》中

说：“中朝人物，悉会于行在。”12此类史料很多，也经常被引用。除了南渡中直接追随高宗而来的各类人物外，其他地方的人

物也往往受都城吸引，不断前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大理评事莫蒙“论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13凌景

夏说得更加详细：“切见临安府自累经兵火以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跸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室

大贾，往往而是。”15从这些资料看，杭州成为都城后，人口快速增加。 

这些新来人口成分多样，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有一定文化层次和物质基础的精英人士，上述材料中“辐辏骈集，数倍土著，

今之富室大贾，往往而是”的说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流动与迁入，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提升

了杭州乃至浙江的文化环境。从词的创作看，这些精英人士，尤其是朝廷官吏、寓居的文人和应试的举子，都是创作的重要力量。

夏承焘先生在《西湖与宋词》里说：“那时南方的知识分子大抵都到过这个京城来应试服官，我们翻检南宋一代词人的历史，很

少人是不曾逗留过西子湖边的。以里籍说，南至闽、粵，西至滇、蜀，也有来自北方沦陷区的。以社会地位说，上从将相公侯，

下及僧道妓妾，无所不有。”14夏先生这段文字虽然着眼于西湖与词人的关系，但也说明了杭州对四方词人的吸引以及他们在杭

州的创作情况。专门研究移民史的吴松弟先生也谈到过外地文人在杭州的创作情况。他依据耐得翁《都城纪胜》中有关西湖诗社

的记载，认为该社是“一些流寓临安的外地文人”和“当地文人”一起组织的。他还说：“临安还有猜谜、写诗的团体‘南北垕

斋’、‘西斋’，耐得翁说这些团体‘皆依江右’。‘皆依江右’一语提示‘南北垕斋’和‘西斋’的成员可能大部分来自江

西”
15
。这里虽然是在说猜谜、写诗社团的构成情况，但词人的情况也差不多。外地文人在杭州，乃至浙江地区的创作非常普遍。

有的文人长期居住浙江，慢慢融入浙江，本身也成为浙江词人的一部分。可见，杭州作为南宋都城，吸引了一大批文化精英，这

对推动浙江词的创作以及形成浙江词的创作传统有重要作用。 

第二，浙江的地理位置、经济情况和人文环境均有利于词的创作，这为浙江词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词最初是一种音乐文学，具有音乐和文学的双重属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音乐性和文学性的比重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来

看，呈现出音乐性不断下降、文学性逐步增强的过程。这期间，环境对词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当词作为一种流行歌曲主要用于歌

伎的演唱时，繁华的都市以及与之相关的享乐之风对词的创作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当词的音乐性减弱乃至消失后，自然风光、经

济状况以及人文环境对词的创作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浙江历史悠久，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在这两个阶段均有非常明显的优

势。 

从第一阶段看，浙江的杭州作为繁华都市，加上优美的自然风光，无疑对词的创作与传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早在白居易

居杭时，他就常常宴宾客，听唱曲，极欢而罢。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白乐天之守杭州也，放浪湖山，耽昵声妓，新词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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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布浃郡中。”16杭州的生活，给白居易留下深刻印象。他著名的《忆江南》三首，其中第二首“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就

是专门写杭州的。钱缪以后，杭州更加繁华，到北宋时，已有“东南第一州”之誉。“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

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17
柳永的名作《望

江潮》（东南形胜）对此也有所反映。传说“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18，虽为杜

撰，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杭州的繁华与秀美。繁华的杭州为词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其本身也成了词中描写的内

容。南宋的杭州是京城，更加繁盛。对此耐得翁《都城纪胜》、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等均有记载。虽然这时期词

的音乐性已经减弱，歌伎的商业性演唱减少，且作用也不如北宋，但京城良好的物质基础与文化氛围依然为词的创作提供了非常

优越的环境。这从南宋浙江词人的数量和知名度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第二阶段主要是在词乐消失后，词基本上成了一种案头文学，这时浙江优美的自然风光、发达的经济，尤其是深厚的人文底

蕴为词学传统的延续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宋史·地理志》曾对北宋两浙路的地理位置、经济状况和民情风尚有过一段精练的描

述：“（两浙路）东南际海，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秔稻之产。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

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21宋代两浙路的范围与

现在浙江不同，但大致包含了现在的浙江地区，因此这一段描述反映了浙江当时的基本情况。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浙江区位优

越、生活富庶、人性柔慧，且与外界也颇多交往。宋以后，这些特点依然存在。这些均是浙江词学发达的基本条件。至于人文底

蕴，浙江原本的基础就不错。南宋人叶适曾说:“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19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大致反映

了这些地区右文重道的风气。南宋后，浙江的文化气息更为浓郁，读书重道、诗书传家等传统也更加深入人心。浙江方志在谈到

当地读书风气时，曾提到青田地区“贫士带经而锄，里巷市廛所至，辄闻读书声”20。这话同样有夸饰的成分，但也的确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当地的读书风气。这种人文环境对词的创作极为有利。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浙江词人辈出，创作风气浓郁，均

与这种人文环境有关。随举一例。嘉兴王店，古称梅里，为浙西词派的发源地，“自明之初叶迄今四百余年，虽一隅之地，而骚

人词客，代不乏人”，以致“天下之称诗词者，必举梅里”
21
。究其原因，清初梅里词人王庭曾对这里的人文环境有过一段描述，

他指出，梅里地方虽小，但“材智辈出，文章驰誉者，略有数家。至于束修闭门之彦，勤勤著书，日见累积”22。可见良好的人

文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也非常重要，这是创作的物质基础。仍以梅里为例。晚清薛时雨说：“浙西

多词家，而盛于嘉禾。其地本水乡，烟波渺瀰，极鱼蟹菱藕之饶。而城南鸳鸯湖，澄莹如镜，尤占其胜。水泽之气，灵秀钟焉，

故词人往往杰出。自长水塘而南为梅会里，国初以来号称词薮。呜呼盛矣。”23他认为，这里词学兴盛，“岂独渊源有自，抑亦

其风土使然欤”27。可见，优美的风光、富庶的百姓、深厚的人文底蕴，是浙江词学传统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第三，浙江词人普遍追求词艺，推崇风雅，与词的美学本质最为契合。 

浙江词人的创作风格各异，但大而言之，普遍精于技法，追求风雅。无论是北宋的周邦彦，还是南宋的吴文英、王沂孙、张

炎、高观国等，都以词艺精深著称。南宋的风雅词派，浙江词人占了大部分。姜夔虽非浙人，但也和浙江渊源颇深。他曾居住于

湖州，其号“白石道人”即来自于弁山苕溪的白石洞天，中年后移居杭州，并最后终老于此。南宋风雅词派历来受到很高的赞

誉，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作品词语典丽、格调高雅、声律谐婉，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对此，学界已有太多研究，无需赘言。 

清代以浙西词派为代表的浙江词人继承了南宋风雅词派的创作传统，同样以讲求词艺、推崇雅化著称。浙西词派形成的一个

重要词学背景，就是明词的不振，一方面是“花草词风”盛行，另一方面是创作的失范。在浙西词派看来，这两条均背离了词的

雅化原则。朱彝尊以为，明代流行的《草堂诗余》在古词选本中“最下”，但“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

振也”
24
。针对明词的失范，他明确提出批评，认为“夫词自宋元以后，明三百年无擅场者。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

腔，难与谱合”25。为了改变这种词风，他提出要学南宋，学姜张，希望用姜夔、张炎为代表的南宋风雅词来规范词的创作。在

他看来，南宋词格高调雅，精美成熟，代表了词的最高境界，所谓“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

出”，“填词最雅无过石帚”26。除了朱彝尊，浙西其他词人也有同样的看法，如同为浙西六家之一的李符就有“词至晚宋极变

而工”27的说法。浙西词派另一大家汪森则说得更加明白，“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练，归于醇雅”，“譬之于乐，舞《箾》至于

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
28
。他们认为，通过学习以姜夔、张炎为代表的南宋风雅词，可以使词的创作重新走上雅化的道路，“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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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正始”。 

学习南宋、讲求词艺、追求雅化是浙西词人普遍的词学观念。他们不仅倡导这种词学观，还身体力行，将这种词学观念体现

在实际创作中，形成一种风气。朱彝尊《静惕堂词序》在表彰浙西前辈词人曹溶的词学功绩时，专门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往

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搜辑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又说：“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

风气之变，实由于此”29。“家白石而户玉田”固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也可看出浙西词人的词学追求和创作风气。为了更好

地学习南宋雅词，浙西词人还列出一份具体的词人名单。如朱彝尊在《黑蝶斋词序》中就列出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

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等人，以为这些词人“皆具（姜）夔之一体”30。汪森《词综序》也罗列了具

体的姜派词人，但基本上是沿袭朱彝尊的，只略作增删。浙西词人自觉或不知觉地学习这些词人，用以提高自己的词艺。李符在

谈到另一浙西词人龚翔麟时，认为其词“大率以石帚为宗，而旁及于梅溪、碧山、玉田、蘋洲、蜕岩、西麓各家之体格”
35
。说

明清代浙西词人确实是以姜夔等人作为自己学习对象的。他们自己的创作尽量向这些南宋风雅词靠近，追求醇雅和规范，在艺术

上取得很高成就。 

三、浙江词学传统如何融入现代文化建设 

浙江词学传统是浙江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浙江现代文化的一大优势。如何进一步挖掘和整理这一文化遗产，

并将之融入到浙江现代文化建设之中，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将词学传统融入浙江现代文化建设是一个大课题，有

很多工作要做，目前比较切合实际的，首先要做的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加强对浙江词学传统的研究与弘扬。 

浙江词学传统十分深厚，如果从两宋到晚清民国总起来看，全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比肩。这是浙江一份独特的文化遗产，我

们要加强对这份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弘扬。从历史上看，浙江词人出于对浙江地域文化的热爱和对浙江词学传统的尊重，都对浙江

词学传统非常重视。如朱彝尊就曾用一种十分自豪的口吻谈到两宋间的浙江词家：“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钱唐之周邦

彦、孙惟信、张炎、仇远，秀州之吕渭老，吴兴之张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誉，永嘉之卢祖皋，东阳之

黄机，四明之吴文英、陈允平，皆以词名浙东。而越州才尤盛，陆游、高观国、尹焕倚声于前，王沂孙辈继和于后，今所传《乐

府补题》，大都越人制作也。”31 这里虽没有明确提出浙江词学传统的概念，但朱彝尊一一列举两宋间浙江著名的词家，意在说

明浙江历来就有十分良好的文化积淀，以此鼓励浙江词家进行创作，增强其自信心与自豪感。以厉鹗为代表的中期浙派词人对浙

江的词学传统更加重视。厉鹗是杭州人，对杭州的词人尤其关注。他说：“两宋词派，推吾乡周清真，婉约隐秀，律吕谐协，为

倚声家所宗，自是里中之贤。若俞青松、翁五峰、张寄闲、胡苇航、范药庄、曹梅南、张玉田、仇山村诸人，皆分镳竞爽，为时

所称。”32他不仅为两宋间著名的杭州词人列了一份名单，更重要的是推出周清真，强调其“为倚声家所宗”的事实。上述朱彝

尊的话虽然也提到周邦彦，但主要将其视为一个浙江词家，从词学倾向上看，朱彝尊与早期浙西词人宗南宋、学姜张，并没有明

确提出学周邦彦。其原因主要是周邦彦的词风与姜张有所差异，且张炎《词源》对周邦彦也有微词。但厉鹗不为所拘，将周邦彦

列为大家，一方面固然是周邦彦本身的成就与地位所致，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有浙江地域的情感因素。可见，无论是朱彝尊还是厉

鹗，他们都重视浙江的词学传统，并对此感到自豪。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浙江词学传统的概念，但事实上有弘扬浙江词学传统

并接续这一传统的想法。他们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清代的浙西词派，已经成了浙江词学传统中的重要一环。 

相比清人，我们更应该重视浙江的词学传统，更应该研究并弘扬浙江的词学传统，并将之视为浙江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浙江

的词学研究实力很强，在研究与传承浙江词学传统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不俗的成绩，但由于浙江历史上词人众多，留存

的词学文献非常丰富，总量也很大，因此还有不少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如词学文献的基础性研究，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随举

一例。慈溪人冯幵，为民国时期浙东名士，也是著名词人。其《回风堂词》一卷，存词四十余首，被朱祖谋收入《沧海遗音集》。

但据沙孟海所撰《冯君木先生行状》，冯幵“少好倚声”，“晚交桂林况周颐夔笙、吴兴朱孝臧古微，复多按度”，“遗著有回

风堂文若干卷，诗若干卷，词若干卷，胜记若干卷，皆未刊”
33
。其儿女亲家况周颐也在《餐樱庑漫笔》中称：“君木戊戌已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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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著曰《秋辛词》”34。可见其存词远不止《回风堂词》中的四十余首，尚有“词若干卷”未刊，这就需要我们加以搜集、整理。

这样的浙江词人在民国时期不少，在清代也同样不少。因此发掘、整理历代浙江词人的词作、词集，尚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些基

础性工作做好了，就可以考虑编纂有一定规模、一定质量的《全浙词》，以全面展示历代浙江词人的创作风貌与创作实绩。另外，

最近几十年，浙江在地域性词派研究方面取得进展，成果很多，但着眼于浙江全局性的词学研究尚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浙江

词史》的出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该书对浙江的词人、词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阐述，推进了对浙江词的整体性研究。

但该书偏重于两宋部分，明清尤其是清代部分尚有进一步扩展、充实的空间。因此，在《全浙词》的基础上，重新编写浙江的词

史，也可以考虑列入地方文化建设的选项中。 

第二，将弘扬浙江词学传统与发展地方文化旅游事业结合起来，发掘词学研究的社会效用与应用价值。 

词学研究是一项严肃的学术活动，不能追求功利性，但如果让词学研究走出象牙塔，在坚持学术性的同时，服务于社会，使

其具有一定的社会效应与应用价值，也应该得到提倡和鼓励。就浙江的词学研究而言，利用自身优势，将词学研究与地域文化研

究结合起来，与发展地方的文化旅游事业结合起来，无疑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1918 年，词学家、浙江富商周庆云买下杭

州秋雪庵所在的土地，用三年时间加以重建，并在庵后盖了两浙词人祠堂，以此纪念历代浙江词人，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实例。

现在两浙词人祠堂已经成为杭州的一处人文景观，在弘扬浙江词学传统与发展文化旅游事业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周庆云建

两浙词人祠堂的举措，可以为我们建设地方文化、发展地方文化旅游事业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事实上，浙江近几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取得不俗的成绩。如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与宣传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就学术

研究而言，唐诗之路已引起学者的注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使当下的唐诗研究更加丰富。从地方文化建设来看，唐诗之

路无疑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借助这张名片，政府部门可以宣传当地的历史文化，推广当地的经济发展成果。至于发展

文化旅游事业，这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当地政府只要认真加以规划，切实做好配套设施的建设，完全可以使浙东唐诗之路成为

优质的旅游资源。参照浙东唐诗之路的思路，浙西的词学资源也应该加以充分发掘与利用。杭嘉湖一带是浙江词学最发达的地

区，堪称浙西词乡。词乡的提法并非今天才有，浙西词派中期领袖人物厉鹗为平湖词人张奕枢词集作序时就有这种说法，他说：

“携李，今词乡也”。为了阐明这一点，他对嘉兴一带词学兴旺的状况作了具体描述：“自朱竹垞太史导其源，李秋锦、魏水村

诸公和之，而柘上二沈同姓著称，南渟以秀淡胜，融谷以婉缛胜。于时一篇始出，四方传唱，敏若风雨，虽茶樯酒帜、井眉椒壁

间，伟男髫女，皆能道其名字。”35文中提到嘉兴的朱彝尊、李良年、魏珅、沈皞日、沈岸登五位词人中，朱彝尊、李良年、沈

皞日、沈岸登四人均为著名的“浙西六家”之一，魏珅虽没列入“浙西六家”，但也是有一定成就的词人。朱彝尊为其词集《水

村琴趣》作序，以为其词“力追南渡作者”“不可多得”。另外，“浙西六家”中的李符也是嘉兴人。六家中，只有龚翔麟是杭

州人。可见嘉兴一带词家众多，人才辈出。除了名家众多，嘉兴一带的词学土壤也相当好，“一篇始出，四方传唱”“虽茶樯酒

帜、井眉椒壁间，伟男髫女，皆能道其名字”虽然是夸张，但也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词在当地的群众基础。其实不仅是嘉兴一地，

整个杭嘉湖地区都是如此。将这一区域称为词乡，完全没有问题。 

杭嘉湖是江南的核心地域，历史悠久，风光秀美，名人众多。改革开放以来，这里依托星罗棋布的古镇，以名胜古迹与水乡

自然风光为特色，在旅游业方面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如果能进一步利用当地的词学资源，将更多的人文要素融入到旅游业

中，无疑将锦上添花。发掘词学资源，宣传浙西词乡，将进一步促进杭嘉湖地区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形成浙东唐诗之路与浙西

词学之乡两翼齐飞、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第三，浙江词学传统要融入浙江现代文化的塑造中。 

浙江历史悠久，这里的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与生产过程中，逐渐适应环境，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和人文精神。改革开放以

后，尤其是最近二十余年，浙江在总结、提炼浙江地域文化特性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要求，多次对浙江精神作出概括与描述。

时至今日，“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以及“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勇立潮头”等浙江精神，早已深入人心。这些浙江精神的表述非常准确、精炼，既凝聚了浙江丰厚的历史文化，又体现了与时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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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时代精神，在激发浙江人民创造热情、建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浙江精神无疑是浙江文化的核心要素，但从浙江现代文化建设的角度看，不仅要体现出坚韧、务实等核心要素，还要反映出

浙江文化中优雅、精致的一面。从最近几十年的情况看，浙江人民秉承浙江精神，在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已经取得有目

共睹的成绩，浙江精神也因此为大家所熟悉。但相比之下，浙江文化中优雅、精致的一面还宣传得不够，这容易使人产生浙江仅

是一个经济强省的印象，不利于浙江整体形象的塑造。事实上，浙江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领域均

有非常好的学术传统，也有非常深厚的学术积累。这些都是浙江文化的精髓，需要大力弘扬。就浙江词学传统而言，某种程度上

代表着浙江文化中雅致、精美的一面，需要我们加以发掘与宣扬。而从词学研究者来说，如何使自己的研究更富有现代文化价

值，或者说，如何尽可能地将自己的研究融入到现代文化建设之中，做到古为今用，也是需要经常思考的问题。联系到浙江正在

进行建设的“宋韵文化传世工程”，词学研究也有一个主动融入的问题。宋韵文化内涵丰富，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非常多，但宋

词作为宋代的“一代之文学”，肯定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在浙江词学传统中，宋代和清代是两个重头，南宋又是宋代的重头，

因此，研究浙江词学传统，本身也是“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的一部分。 

浙江词学传统绵延千年，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研究浙江词学传统的特点，探索其形成的历史原因，发掘

其现代文化价值，是我们需要认真去做的工作。惟其如此，才能对得起这份遗产，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接续并发展这一优秀的传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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